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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 你的船漏水了。

为了避免沉船，你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也

就是说，要堵住漏洞。但已经涌入的水如何处理呢？

为了保持干燥，你拿起水桶开始舀水。为了防止船

沉没或船体受损，你需要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人类在面对气候变化时，与上述情况类似，

我们需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

化石燃料相关碳排放的增加，将不可逆转地

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带来灾难性后果；减缓策略

需要我们采取措施，减缓或阻止化石燃料相关碳

排放的增加，以应对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

开展适应工作， 帮助民众和政府抵御并尽可能减少

气候变化已经造成的破坏。

减缓工作

关于未来 30 年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减缓气候

变化，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然而，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励并扩大清洁

技术在电动汽车和发电行业的应用，并最终削弱

使用化石燃料的经济优势 。
碳定价政策随之诞生。

想通过减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

的消耗来削减碳排放，没有外部刺激不可能实现。

就像在购物时，如果有两种相似的产品，你可能 
选择更便宜的一款；同理，如果有价格更低廉、更

加清洁环保的替代能源，人们就不太可能选用存

在附加环境成本的化石燃料。

本质上，碳定价是为了计算向空气中额外排放

一吨二氧化碳的成本。尽管使用化石燃料可以在

当下创造就业，并刺激商业活动，但它们享受着隐

性补贴：使用主体不需要为其导致的环境破坏而

支付成本。在经济学术语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市

场失灵”，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不能充分反映全部

的成本。

一家电力公司在决定投资建设一座风电场或

煤电厂时，除了两者的技术成本外，还应考虑污染

成本。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政策制定者已开始基于

两种主要方式进行碳定价：

碳税：根据碳含量，按比例对煤炭、石油产品、

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直接征税。碳税会从供应商

传导至消费者，形式包括电力、汽油、取暖燃料和

其他依赖化石燃料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上涨。

总量限额和交易制度：对每年的碳排放总量

设定配额，建立市场化的交易制度，允许碳密集

度较低的行业将配额出售给碳密集度较高的行业。

各国国情不同，适用的最佳碳定价形式也有

所不同，但碳税已被视为转变消费行为效果最显

著的方式。碳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在于，可以与

现有的汽油税和其他燃料税进行叠加，且有助于

什么是减缓，什么是适应？
当今世界面临着双线作战的局面，既要遏制全球变暖，又要

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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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实现 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中的减排承诺。

此外，它还能为政府提供额外的税收来源，借此，

政府可以削减负担较重的税收，或者为发展提供

资金。

除了直接碳定价，监管措施也可以最大限度

地削减碳排放。政府可以制定一种称为“可再生能

源组合”的标准，规定生产的能源必须包含一定

量的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

但相比监管手段，碳定价有一项优势：能更快、

更广泛地促使消费主体转变使用能源的类型和用

量。为了节约成本，电力供应商 、发电厂和消费

者会寻求更加清洁、成本更低廉的能源，采用更高

效的技术，并减少自身的能源需求。

上述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减少碳排放，遏制全

球变暖，将全球升温限制在比工业化前高 1.5 至 2
摄氏度的范围内；如果超过该临界点，就可能导

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可用水资源匮乏的不

可逆转变以及其他重大转变。

国际碳价下限日益被视为一种有效途径，能

确保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实现足够规模的

减排，从而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协

同行动能消除各国的顾虑，即担心本国的能源密

集型部门或者易受贸易影响的部门竞争力减弱，或

者企业迁往碳价较低或者不征收碳税的国家。

IMF发现，为了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2 摄氏度

以内，到 2030 年，全球的二氧化碳价格需要达到

每吨 75 美元。各国依然任重而道远。目前，碳定

价未覆盖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五分之四，

而全球平均碳价仅为每吨 3美元。

各国行动迟缓的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在实际

执行和政治决策层面都存在成本。以每吨 75 美

元的价格计算，在未来 10 年中，电价将平均上涨

45%，汽油价格将上涨15%。

实现公平的转型非常关键。通过碳税征缴的

税收至关重要，能为难以负担更高能源成本的低

收入家庭提供补偿，同时能为目前依靠煤炭、石

油和其他化石燃料谋生的民众提供支持。

适应气候变化

但如今，全球各种极端天气频发。这对全球

各国的政府预算造成了打击，而较贫困国家受到的

打击尤为严重，因为其在提供基本服务时已然捉

襟见肘。

通过更具韧性的基础设施来适应气候变化、

保护水资源、提高旱地农业的作物产量、保护海

岸线等措施可以带来三重效益：各国未来遭受的

气候冲击将会减弱，生产率和经济增速将会改善，

并将实现社会和环境效益。

除了政府直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适应措

施还包括多种形式：鼓励私人部门适应气候变化，

灾后社会保障，采用全局性策略制定政府预算和

规划，将气候变化纳入考量。

采取适应措施，才是明智之举。全球适应委

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适应活动每投资1美元，可

以产生高达10 美元的净经济效益，但不同适应活

动的投入产出会有差异。

适应措施的好处，显而易见。从长远来看，

它可以节省资金，但前期需要投入成本，这对于很

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有些国家陷入了恶性循环：它们本身财政空

间有限，难以采取适应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日

益恶化的气候冲击会提高其风险溢价，进一步提

升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借款成本。而债务成本过高，

会降低适应措施的可行性。

帮助各国可持续地为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对

于适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长远来看有助于公共

财政。通过投资增强韧性 ，以降低气候脆弱性，

能够控制气候风险溢价。

但现有的气候融资规模太小，不足以避免这

种破坏性的循环。2017年和 2018 年，适应气候变

化的年均融资规模总计 300 亿美元。据估计，仅

发展中经济体每年的适应成本就接近 700 亿美元，

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1400 至 3000
亿美元。

尽管各国有能力实现各自的气候目标，但在

减缓和适应工作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与

我们比喻中的船不同，地球只有一个：保证地球安

然航行，关乎到人类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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